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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功能区下协作性土地利用规划管理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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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目的：基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面临的困境，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管理，探讨应用协作式规划理论完善中国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机制的思路。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协作式规划的理论基

础是沟通理性，倡导参与主体多元化、沟通过程民主化、以公众利益为导向、转变规划师角色、共识导向的规划成果；

主体功能区规划通过区域差别化定位、错位竞争等途径，为改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冲突提供了重要机遇。研究结论：

应在规划地位上强化土地功能区规划的引领作用，在规划过程中加强自然、经济上紧密联结的地区间协调沟通，破除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单纯按照行政区划管理的弊端，提升地区间土地开发保护分工与协作水平，更充分地发挥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整体优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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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llaborative planning regarding land use 
planning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based on the main functional area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given the 

context of difficulties land use planning faced. Methods employed are literature analysis,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ooperative planning is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Cooperative planning 

advoca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articipating subjects,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process, the orient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the changing of planners’ roles, and the consensus-orientated planning works. 2）The main functional area planning 

provide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collaborative planning methods e.g., regional differentiated position 

and stagger competition to mitigate the conflicts of the general land use planning. It is concluded that 1）the leading role of 

land function area planning in the planning status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that natural and economic are closely linked in the 

planning proces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2）Measures should be come up with for the purpose of offsetting the drawback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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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is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nd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in 

lan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as well a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general land use planning’s optimization function.

Key words: land planning; main functional areas; land use planning; collaborative planning; mechanism innovation

1　引言

规划是对事物和现象未来发展的一种超前性调配和安排，是不同利益博弈协调的过程，以降低发展成本或

增进发展效益[1]。通过对土地空间利用进行安排和超前性配置，土地利用规划有助于解决因不确定性、利益冲

突等引发的土地问题，提升国家或区域土地配置整体效益。但在经济增长考核主导、用地配置中央计划控制的

背景下，地方土地利用规划在建设用地指标分配上竞争激烈，地区间土地配置出现零和博弈、负和博弈，对区域

协调发展和土地资源配置总体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国家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更好地协调

空间秩序，发挥规划的基础性战略统筹作用。王利等认为按照行政界线进行的土地利用刚性控制难免与其他

规划冲突，应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提高县级及县以下规划的协调性[2]。常艳等在不同规划的特性、功能和手段

比较基础上，指出应加强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方式的研究和创新[3]。史育龙认为应以主体功能区作为宏观

层面的框架性规划，指导土地利用规划在空间上的落实[4]。尽管在宏观思路或框架上已经形成主体功能区下土

地利用规划的改革对策，但是如何在具体管理模式和机制上改变地区间土地指标过度竞争和协作不足的状况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显然，单纯采取强制性手段会削弱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地区间土地利用规划的协调耦合作

用。借鉴协作性规划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探讨借助主体功能区管理改进土地利用规划管理机制的路径与对策，

对完善中国土地规划管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工具理性到沟通理性：协作式规划的产生与要义

协作式规划的理论基础是沟通理性，它是对公共事务治理中社会公平、公众参与重要性提升的回应，是继

理性规划和系统规划后一种新的规划理念。

2.1 协作式规划的理论基础与发展

协作式规划被称为第三代现代城市规划理论[5]。在此之前，城市规划由理性规划和系统规划思想主导，二

者均表现出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特征。吉登斯“结构—行为理论”和哈贝马斯“沟通行为理论”是协作式规划

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吉登斯打破了社会结构和个人行为“二元”对立局面，认为通过意思沟通、权力行使、行为

估量形成行为过程，行为人利用结构作为中介手段，使行为转化为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成果又转化为结构的

一部分，由此人的沟通行为和社会结构会紧密联系在一起[6]。哈贝马斯认为受工具理性影响，行为人在实现自

身目的时并不关心对其他人利益、价值的影响。沟通理性通过社会互动来实现相互理解和共识，进而在行动上

彼此合作[7]。哈贝马斯定义了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认为在不同空间范围内，沟通理性比工具理性涵

盖的内容更加广泛，尤其是在社会和主观空间中，只有沟通理性才能发挥作用。

区别于传统的单向决策过程，协作式规划注重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均衡，强调通过主体间双向互动、协调、

合作等方式达到利益目标和价值取向共识。福瑞斯特率先将“沟通理性”引入规划领域，认为规划不是为公众

工作，而是与公众一起工作，规划的关键是组织公众，强调规划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主体间关系的多样

性[8]。此后，Harald Vacik等深化对协作式规划的研究，发展出联络规划、协商规划等理论。协作式规划已在西

方国家生态环境治理、城市社区问题、公共事务协商中得到应用实践[9]。通过构建共同体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协

作式团体，不同利益主体的参与和协商，协作式规划能够引导达成规划共识，克服类似于当前中国地方土地利

用规划之间竞争大于合作的问题。在中国，土地规划、城市规划从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向沟通理性转变的趋势



   中国土地科学   2016年12月   第12期12

同样存在，但应用背景、发展轨迹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所差别[10-11]。

2.2 协作式规划的要义

2.2.1　参与主体多元化　协作式规划追求各类主体的地位平等与广泛参与。规划过程的参与者应足够多并多

元化，应包括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公民个体，只有在深入交流基础上，合作才能成为需求并被有效供给[12]。不

同参与主体之间的竞争、协作和互惠关系共存，可能导致沟通出现障碍甚至是冲突，但这也是公共态度、偏好和

利益整合的过程[13]。

2.2.2　沟通过程民主化　规划作为指导现实世界的方案，自然被期望是科学的、客观的。但工具理性面临许多

苛刻限制：以已有信息为基准预测未来，极度简化客观世界，崇尚“价值中立”。不同于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官

方规划模式，协作式规划追求公平、民主和可持续的沟通过程，致力于通过沟通协商来应对技术难以解决的现

实问题[14]。该过程不论输赢，更关注如何在综合各方利益和观点基础上获得规划成果，使规划对社会的正向影

响最大化，更容易获得社会支持。

2.2.3　公众利益导向性　协作式规划强调规划的动态性、过程性和参与度，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将直线型目标规

划优化为螺旋型阶段性过程规划，通过各利益主体的交流和协商在长时期内不断调整规划目标[15]。引入人的和谐

价值理性，将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有机结合，重点关注增加开放性，提高公众参与度，彰显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

尤其注重弱势群体的声音，扩大其对规划的影响力，发挥规划在维护社会公平、缩小区域差距方面的积极作用。

2.2.4　转变规划师角色　协作式规划强调高质量的公众参与，改变规划由少数规划人员或专业机构把持的局

面，将权威理性转变为集体沟通理性。规划师应扮演参与规划的组织者和促成者、公众意见冲突的调停者、为

特定价值和弱势利益辩护的交涉者等角色[16]。由于绝对中立可能削减弱势群体获取资源的可能性[17]，规划师

的立场应更多地偏向于难以在政治生活中发出声音的弱势群体，维护和保障公民的私权力[18]。

2.2.5　共识导向的规划成果　通过构建多元化主体参与途径与平台，协作式规划让不同利益代表和价值观合

作博弈并达到均衡，以实现高质量的规划成果并符合多方利益共识导向[19]。社会动员、协商交流及互动谈判等

过程对制度创新、公众规划意识培养及参与积极性等方面也有显著的促进。

3　过度竞争到协作共赢：主体功能区管控下的土地利用规划机制

3.1 现行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的局限性

分税制改革使中国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促进了地区间竞争[20]，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

展。但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表现出非理性和盲目性，部分地方政府以牺牲自身长远发展前景和损害相邻

地区利益为代价追逐短期利益，将政府间合理的利益竞争演变为“双输”结局。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

一，地方政府间竞争也表现为对土地指标的激烈竞争。各地都不约而同地追求本地区建设用地指标最大化，都

希望其他地区多承担耕地和生态保护职责，土地利用规划统筹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明显削弱。在现有规划体

系下，往往只局限于“优化”各级行政区内部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与中心城区、镇区的用地布局，即便在自然条件、

经济发展上有天然联系的县（市）、乡（镇）之间，也缺乏必要的合作分工，土地利用规划在更大层面上提升土地

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极其有限。

3.2 主体功能区管控对协作式土地利用规划的潜在支撑作用

面对中国规划管理困境及逐步提高的生态建设要求[21]，国家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管理，强化主体功能区规

划的战略性、基础性、约束性作用[22]。主体功能区规划统筹考虑生态环境功能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将区域划分

为不同的具有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的空间单元[23]，实行差别化地区管理策略，以破除所有地区都把招商引资、城镇

化、工业化作为唯一发展途径的思维定势，将发展经济、集聚人口的区域同承担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功能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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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开来，实现区域的功能再造和空间重构，使不同地区更加充分地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

护整体效益最大化。主体功能区的划定和管理，对于破解地区间土地利用（规划）过度竞争难题提供了潜在支撑。

3.2.1　规范不同层级政府沟通过程　中国现行土地规划管理完全采用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规划组织方式上

没有承认规划实质上是不同地区间博弈、协调的过程，规划编制过程中隐藏、回避而不是实事求是地解决地区

间矛盾。协作式规划要求不同层级政府进行必要的沟通协调。在主体功能区管理框架下，高层级政府可确定

低层级地区土地利用主导功能，但是低层级地区也可向高层级政府提出合理发展诉求和相应的转移支付要求

及差别化政绩考核方式，使土地利用规划真正成为“上下结合”的管理过程。

3.2.2　拓展同级政府分工协作空间　不同地区土地利用规划缺乏协作，地区间主导关系是分割、竞争，难以实

现全域协调发展和整体利益最大化。在主体功能区管理框架下，通过差别化定位和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有利于

不同地区更加理性地判断自身土地利用定位和目标，减少地区间土地利用上的相似性和竞争性，为区际分工及

协调发展奠定基础，打破行政边界对土地规划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限制。

3.2.3　提供部门规划协调融合载体　协作式土地利用规划强调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城

市规划、土地规划、生态规划之间的冲突，最终归因于不同土地利用目标的冲突与主次地位不清楚。在主体功

能区管理框架下，土地、城市、生态等规划均围绕地区主体功能的实现展开，提供了部门规划矛盾冲突协调的价

值标准与评价方法，为规划融合提供了重要载体。

3.2.4　完善政府—社会关系协调机制　主体功能区管理不仅需要地区（政府）间利益补偿，还要求建立政府对

私人的利益协调机制，例如对农业和生态保护区农民的生态补偿，以达成地区内部的规划共识。这对于改变土

地利用规划重政府间关系协调（管制）、轻政府—社会协调状况提供了机遇，有利于深化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公众

参与，增强规划的沟通理性。

3.3 主体功能区管控下协作式土地利用规划机制设计

主体功能区管控为地区间协作性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了机遇与基础，要真正实现地区间协作，还需建立相应

的组织协调、利益补偿、绩效评估考核和规划动态调整等机制。

3.3.1　协调对话机制　设立各级功能片区协调机构，做好地方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对话、协商与协调，为建立

合理的地域分工合作体系提供交流平台。其中，应重点加强管理层面的沟通协调，提高土地利用规划中地方政

府、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

3.3.2　利益平衡机制　按照受益者付费、破坏者付费、保护者收费等原则，加强区域间发展权转移、生态补偿机

制的制度建设。明确政府的责任主体地位[24]，量化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的环境污染、土地开发造成的生态

损失并征收税费建立全国性生态保护基金，加大向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建立建设用

地指标、林权指标交易体系，促进土地发展权有序转让并实现最优配置。

3.3.3　绩效评估考核机制　针对以GDP为中心的考核体系强化地区分割和过度竞争难题[25]，应建立基于主体

功能定位的差别化考核指标体系与考核方式：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弱化经济增长考核，强化耕地保护和生

态建设考核；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考核并重。

3.3.4　规划动态调整机制　优化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稳定性较强，但限制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可能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而明显变化，应建立功能定位定期动态调整机制[26]，以增强主体功能区下的土地利用规划的长期公平性。

4　主体功能区管控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初步尝试及评价——以淮安市为例

4.1 淮安市功能片区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背景

针对当前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存在的地区间协调不足问题，结合国家“多规合一”试点和《江苏省推进节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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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用地工作方案》，淮安市围绕新型城镇化中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以功能片区“多规融合”、“土地利用空间优化”

等为重点，初步划定白马湖生态保护功能片区、涟水县高沟小城市功能片区等5大功能片区，围绕不同片区土地

主导功能，编制跨县（市、区）和跨乡（镇）片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解决现有规划体系土地资源配置整体性不

足、效率水平不高等问题。

4.2 淮安市功能片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方法

功能片区是具有特定功能的空间发展区域，是新型城镇化中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载体，通过整合片区土地

存量资源，以“多规融合”优化空间用地形态。淮安市在主体功能区规划基础上，以相关规划为依据，打破片区

行政界线，在市域整体上划分功能片区，并依据区域发展的主导方向，制定差别化的土地利用战略和目标。在

耕地、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三线”划定基础上建立功能片区规划控制线体系，以“片区规划、多规融合”来强化

土地利用规划的整体管控作用，加强土地利用规划与相关规划的衔接融合。同时，实施差别化的发展政策和方

向，对片区内和片区间经济发展、土地利用进行统筹安排。为确保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和规划实施的有序落地，

专门成立工作领导和协调小组及各片区工作组。领导小组由淮安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参加人员包括市

发改、环保、国土、住建等部门，加强对规划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工作，各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落实分工责任，

图1　主体功能区下协作性土地利用规划管理机制框架

Fig.1　The framework of collaborative land use planning management mechanism in the main function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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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工作共同推进机制和定期协商会办机制。同时，市政府建立了与省国土资源厅的联系沟通制度，研究工作

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4.3 白马湖生态保护功能片区土地利用规划初步成果

白马湖片区位于淮中、淮南城镇密集区边缘的生态过渡带，片区功能定位为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积极

利用河湖资源，培育以休闲度假为主的新兴功能，依托“一心、一带、四节点”（“一心”指白马湖生态绿心，“一

带”指环湖旅游发展带，“四节点”指城镇发展节点），将白马湖生态保护功能片区打造为国家公园、国家级湖泊

生态环境保护示范区、长三角著名的生态旅游度假基地。片区规划范围覆盖淮安区、洪泽县、金湖县9个乡镇

（街道）、2个农场 a。因乡镇管辖权都在各县区，要实现跨县区发展，首先需要打破行政壁垒，解决管理分散化问

题。白马湖片区通过统一规划，从整体上明确片区开发和保护的空间边界及各区县的职责，统一管理，实现跨

县区的工作交流和协商，促进片区的整体协调发展。片区追求错位定位，差异竞争，以此来实现用地的重新布

局和指标的合理调整。根据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等因素在沟通的基础上对片区整体进行差别化管

控，确定片区定位错位为淮安市区后花园，区别洪泽湖旅游观光，以旅游度假为主；乡镇定位错位为分别对各乡

镇进行区分引导；市场定位错位是面向淮安都市区、南京都市圈。乡镇的功能定位都进行了相应调整，其中岔

河镇由普通的旅游服务重点镇调整为生态旅游全国重点镇，南闸镇、林集镇、前锋镇定位为区域旅游特色镇，范

集镇为工业特色镇，吕良镇、陈桥镇为农业特色镇（表1）。结合功能片区规划下的差别化定位和乡镇功能调整，

对各乡镇基本农田保有量、新增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进行调整。其中，岔河镇作为片区发展重点区，基本农田保

护任务从现行规划的693.9 hm2调整为681.0 hm2，新增城乡建设用地总量增加11.0 hm2。范集镇功能定位由工

业型重点镇转变为白马湖活力休闲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农田保有量任务量从现行规划的328.3 hm2调整为

366.7 hm2，新增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从87.1 hm2调整为70.5 hm2。

同时，建立统一的市级平台，加强片区间、部门间的沟通和协商。淮安市政府成立白马湖建设管理办公室，

成员包括国土、规划、环保等部门和相关县（区）负责人，办公室负责白马湖片区规划工作中重大事项的决策。

片区是跨乡镇的，在县区范围内由规划管理办公室管理，跨县区则由市政府组织协调工作。此外，为支持片区

试点工作启动，在反映实际情况和困难之后从上级预借一定的规划流量指标，前松后紧地建立灵活的政策安

排。功能片区规划编制的过程中，通过专家论证、市与县级相关部门意见征询以及召开听证会等途径，广泛征

求社会各界特别是相关权利人的意见，使规划尽量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和多方利益诉求。规划成果征求发

改委、环保等部门和各乡镇意见，对规划目标、用地规模、结构布局等进行协调论证。功能片区规划通过与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生态保护规划等规划的差异性分析，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差异性处理，通过与相关规划部

门的协商来强化土地利用规划的管控作用。

4.4 淮安市功能片区土地利用规划试点工作评价

淮安市白马湖功能片区积极开展主体功能区下的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工作，对片区内城乡发展进行分类引

导，调整片区内各乡镇的功能定位及指标分配，实现环湖地区旅游和耕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有效协调城镇

建设与生态保护两者的关系，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协调发展提供重要契机，为破解

现阶段中国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体制难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在其规划编制及管理实践中还存在一些

需要继续改进和完善的方面。首先，因缺少生态补偿等利益协调机制，县（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没有得到

实质性解决，不利于区域均衡发展，部分地区对于片区土地利用规划的主动协作性不足，主体功能区建设追求

的整体性、协调性难以落实，过度依赖市级层面的强制推行。其次，市场机制作用发挥有限，受现行土地管理制

度影响，县（市、区）普遍期望的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跨区配置难以实现，土地要素、资本活力未能充分发挥。第三，

①资料来源于淮安市人民政府《白马湖生态保护功能片区土地利用规划》（2010—2030年）规划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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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白马湖功能片区乡镇功能定位及规划指标调整

Tab.1　Function and planning index adjustment of townships in Baima Lake functional area

乡镇

功能定位
2020年耕地保护任务

（hm2）

2020年新增城乡建设
用地（hm2）

原城市规划 功能片区规划
原土地利

用规划　

功能片区

土地规划

原土地利

用规划　

功能片区

土地规划

淮
安
区

林集镇 生态宜居型城镇 182.6 183.0 0.7 0.9

南闸镇 一般旅游服务型城镇 生态旅游型城镇 231.9 235.6 0.3 7.6

范集镇 重点工业型城镇 活力休闲区 328.3 366.7 87.1 70.5

三堡乡 旅游休闲、都市农业社区 174.3 165.7 1.3 1.3

白马湖农场 一般农场 国家级农业生产基地 249.9 247.5 3.5 8.3

洪
泽
县

岔河镇 重点旅游服务型城镇 全国重点镇、片区发展中心 693.9 681.0 8.1 19.1

黄集街道 一般镇 森林公园核心功能区 191.5 180.3 6.5 4.1

金
湖
县

前锋镇 一般农贸型城镇 旅游服务型城镇 418.8 415.4 2.8 4.3

吕良镇 一般农贸型城镇 生态宜居古镇 282.9 289.0 2.4 3.9

陈桥镇 一般工业型城镇 生态型宜居小城镇 355.3 357.3 2.3 0.4

宝应湖农场 一般农场 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214.1 199.9 1.7 1.8

注：资料来源于《白马湖生态保护功能片区土地利用规划》、《白马湖空间发展规划》及各县（区）相关规划。

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中经济发展仍然居于首要地位，以生态保护为主的白马湖片区能否切实根据功能定位履

行好自身耕地及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有待验证。最后，功能片区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的规划期限不同，部门管理

难以形成合力等问题可能影响规划的具体落实。

5　讨论

中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采用完全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强化了（同级）地区间的土地发展权竞争，导致地区

间土地利用分工和协作不足。引入协作式规划理论对于完善中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体系，促进在自然经济

上紧密联系的（同级）地区之间加强沟通协调，更好地发挥规划的整体协调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国实际，应

首先推进政府间协作，再逐步推动更深层次的公民、公众协作。但是，即便是在政府层面，协作式规划理论的应

用也面临许多障碍。首先，地方政府长期习惯于各自为主的发展及规划模式，在以GDP为地方政绩考核主要指

标的情况下，没有地区会轻易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接受协作式规划来加强区域间的协商和沟通。其次，即便地方政

府间进行了协作，其质量和深度短期内可能也难以显著提升。在规划的操作和实施阶段，协作式规划面临着耗时

费力、效率低、最终的规划共识难以形成等难题，弱势群体、弱势地区的利益和需求可能难以得到实质性保护[27]。

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引入为推动协作式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主体功能区规划

和土地利用规划都属于资源约束型规划，都旨在通过强化规划管控使其真正落地达到资源保护、优化布局和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主体功能区规划让土地规划在功能片区内得以开展和实施，有利于利益冲突、规划

矛盾的缓解。加快主体功能区规划融入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对于完善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升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管理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缺乏地区间的经济补偿和利益共享制度，主体功能区下的协作规划过程

制度化存在诸多困难，县区层面主动配合市级规划的积极性不足，且现阶段的功能分区大多只到市级层面，县

区乡级层面开展的相关实践较少，不成规模。规划层级越低越有利于规划的实施和落地，主体功能区下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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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规划在未来能够真正的落实还需要县区乡级层面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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